
 

 1 

地域人文传统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 

—论“浙江潮”对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思潮的引领意义 

王嘉良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 321004) 

【摘 要】 “浙江潮”引领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思潮,取决于浙江作家对世界文学新潮的敏锐感知与把握,也根因

于积淀深厚的地域人文传统对现实主义的精神呼应。其引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新文学各个时期都有显著表

征,集中体现在对各种重要的现实主义文学形态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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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崛起的以鲁迅领衔的浙江新文学作家群,是以许多作家“各自成为一个方面的领袖人物和代表人物”,构成一种“典

型的具有区域特征的重要文学现象”为世所重的。
①
这个作家群体对于建构中国新文学有着诸多独特创造,尤其在引领文学新潮

方面更引人瞩目。本文集中论其对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思潮的引领意义,便是以区域文化精神作为切入口,探讨这个“典型的具

有区域特征”的新文学群体在文学思潮领域的创造性贡献。 

一、启蒙意识自觉:两浙人文传统启引浙军的文学新潮探寻   

启蒙文化思潮是中国新文学的重要推助力。在“五四”新文学作家中,以启蒙意识的自觉焕发出以启蒙为导向建构新文学思

潮体系的坚执精神,以及以开放性的眼光汲取世界文艺新潮,显然以浙江作家群为甚。他们一登上“五四”文坛,便目光四射,在

多种文学领域里探寻,遂有新文学建设的广泛建树,才使“浙江潮”的整体涌动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对此,足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浙江作家以首创者的姿态开拓新路,并非仅仅只是基于一种实践的精神、探索的精神,更重要

的是来源于他们对文学新潮的敏锐感知与把握,因而总是能够挺立潮头,引领文学潮流。在“五四”新文学建设期,浙江作家以广

纳博取的精神汲取世界文学新潮,担纲组建各种新文学社团,开始了体现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诸种文学思潮的理论

探寻,为中国新文学指示了未来发展的前景。这当中,鲁迅作为启蒙主义文学大师,周作人、沈雁冰领衔文学研究会及标举“为人

生”的现实主义旗帜,郁达夫作为创造社的中坚开创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徐志摩担纲新月社并开始唯美主义文学创作等,都显现

出卓然特立的姿态,显示出他们以首创者的姿态在文学领域里显示了开拓新路的潜能。此种潜能,在新文学的各个时期都有不同

程度的承续与张扬,“浙江潮”引领中国新文学潮的态势也呈现出持续发展的趋向。这里值得深究的是:在一个独特地域涌出的

作家群体,何以会有如此自觉的文学思潮探索意识,因而总是能够引领潮流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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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般意义而言,我国新兴文学思潮的形成,有“外援”与“内源”两重因素。如果说,“五四”新文学作家对“外援”即外

来文学思潮的影响与接受是一种共性,那么,一个地区作家的思潮接受意识表现特别强烈,其更多体现了地域作家群体个性的“内

源”性因素就更值得重视。“内源”性自觉,是呼应外来思潮的前提,正因为“五四”新文学精神内核中的确潜藏着一种自觉性的

变革因素,才使外来思潮的接受成为可能,任何一种外来思潮的传入并被接纳,如果没有“内源”性的策应是不可思议的。美国学

者费正清指出:“在现代中国,国外鼓动的革新仍必须作为`传统内的变化'而出现。因为即使与传统最惊人的决裂,仍然是在继承

下来的中国方式和环境的日常连续统一体中发生的。”②就此而言,“传统内”的变革因素对于呼应外来思潮的确是至关重要的。 

启蒙意识的自觉以来自“小传统”地域的浙江作家为甚,这恰恰体现了这个地域文化传统积累之深,浙江新文学作家引领潮

流之先,在相当程度上便是取决于“小传统”地域潜在的文化基因。这一地域自宋、明以来,文化思想十分活跃,以浙东学派为代

表的先进文化思潮,高举变革的旗帜,与墨守成规的“大传统”文化构成尖锐的对立,同样显出与传统的“惊人的决裂”。而且,“`

浙东学派'和`浙东学术'。在我国宋明时期的思想文化史上占有主导地位”,
③
甚至可以说它长时期处于中国文化的制高点上。这

种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传统内的变化”的出现,且其一度引领文化思潮,对后来我国文化的整体变革是极重要的。 20世纪初崛起

的新一代浙江学人曾发出如此感叹:“浙江省文明之中心点也,吾浙人其果能担任其此言乎”,①便包含有浙人的自豪感和承担责

任的紧迫使命感。此种感受,并非盲目乐观,也非徒作空言。事实上,这个“文明之中心点”,是历史所造就的,已为人们所广泛认

知。杜维运引证章学诚关于“浙东史学,自宋元数百年来,历有渊源”之说后,对其发展历程做出了精当阐述。他指出:“永嘉之

周行己、郑伯雄,及金华之吕祖谦、陈亮,创浙东金华、永嘉两派之史学”,“元明之世,浙东史家虽趋衰微,而其统不绝”,“至

清初黄宗羲出,则骤成中兴之新局面”,所以,“数百年间,师教乡风,前后相维,若脉可寻”。
④
他谈的是“浙东史学”,没有涉及以

王阳明为代表的浙东心学思潮,若将其也涵括在内,则浙东文化学术思想之“前后相维”,更清晰可见。对于浙东的“文化中心”

地位,也早有历史定评。近代文化巨匠梁启超认为,明清时期“文化中心之江浙等省”学术繁盛,是“因为这地方是人文渊薮,舆

论的发纵指示所在”;特别是出于浙东的“残明遗献思想”,已处在文化思想的引领地位,并一直对后世尤其是近代产生深刻的影

响:“最近三十年思想界的变迁,虽波澜一日比一日壮阔,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而最初的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是残明

遗献思想的复活。”
⑤
他所说的“最近三十年”,正是近现代文化思想转型时期,正可以说明:出于“传统内”的先进文化思潮也是

促成文化思想向着现代转型的“原动力”之一。 

由上述可见,20 世纪初先进文化/文学思潮的形成,外来思潮的影响不能低估,但传统积淀的因素依然不可忽视。两浙文化传

统的熏染,总是使得浙江学人在审视文化、文学思潮时怀有一种深沉的历史感,在承续传统中开阔其推进文学新潮的思路。《浙江

潮》同人追踪“乡先贤”以“文明之中心点”自策自励是一例,另一个典型例证是周作人在探索中国新文学源头时将其追溯到晚

明。其在《中国新文学源流》中就认为“民国以来的这次文学革命运动”是“明末的新文学运动”的重演,举证便有浙籍启蒙文

学先驱,甚至认为其绍兴同乡张岱“集公安、竟陵两派之大成”,对推动明末文学潮流贡献最大。
⑥
以这样的思路去看取文学新潮,

遂有以鲁迅、周作人为首的两浙作家群承续先贤发出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呐喊,也才有他们自觉呼应、接纳外来先进文学思潮推进

新文学的发展。质言之,用“拿来主义”的态度融合世界文学新潮,又有效地承传“传统内”的变革思潮,体现出“在继承下来的

中国方式”中推动新潮,这才有浙江作家在新文学思潮建构方面卓然独步的辉煌,也形成他们建构新文学思潮体系的显著特色。 

二、地域文化精神的驱动和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引领 

文学思潮包含广泛的内容,浙江新文学作家对文学思潮的选择也各有不同,但最重要的文学思潮不外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

现代主义三种。对这三种文学思潮的传播与张扬,浙江新文学作家多有建树,而且大多居于领衔者的地位。“浙江潮”引领中国新

文学潮的经验,同样值得汲取与借鉴。 

就对中国新文学施加重大影响的文学思潮而言,最先以世界先进文学思潮叩开中国文学现代化大门的,无疑是现实主义。 

19、20 世纪之交中国新文学在其孕生过程中寻求着现代性转机,各种西方文学思潮纷纷在中国抢滩登陆,现实主义是被率先引进

的。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最早提出“写实派”和“浪漫派”,并介绍说写实派乃是“欲摹写其情状,而心不能自

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 „感人之深,莫此为甚”。这里的“写实派”已有了现实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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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特征,标志着现实主义作为思潮意义的最先传人。可惜梁氏垂青于政治小说,“写实派”在当时并未引起讨论,创作的成果就

被淹没在近代启蒙思潮中。中国文学现实主义潮流的选择与吸纳,并使之在新文学建构中产生重要作用,还需要新文学者做出极

大的努力。 

探究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大潮的形成,挺立在这股潮头的就有“浙江潮”的弄潮儿,而且正是他们的热情鼓吹,倾力提倡,遂有

其在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中无可漠视的引领地位。 

对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引进、倡导,我国新文学先驱者从一开始便给予了极大关注,其中通过对西方文艺思潮的系统介绍

推崇现实主义的是陈独秀和沈雁冰。他们不约而同描述过文学思潮的走向应是循着“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

新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之路行进的轨迹,认为 20世纪中国最需要接受的是现实主义文学。
⑦
而沈雁冰(茅盾)对现实主义的选择,

更显出坚定、执着的姿态。这并非是一种随意性的选择,恰恰是其对各种文学思潮经过反复比较,筛选以后做出的抉择,其抉择的

依据正是 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时代适应性。正如其后来所表述的:“`五四'以来短短的文艺已经从事实上证明,有以浪漫

主义出发的,有以未来主义象征主义出发的,甚至也有以不知是什么主义出发的,但时代的客观的需要是写实主义,所以写实文学

成了主潮。”
⑧
另两个浙籍新文学先驱鲁迅和周作人都对新文学的“思想革命”特质作过精当阐述,他们基于新文学革命最初是从

“思想革命”角度切入,目的是在用文学实现思想启蒙,启发人的自觉,投入争取人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斗争,这就决定了他们对

社会现实关注,现实主义便成为一种最可取的选择。正如当年周作人在谈到文艺思潮选择时所指出的:“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

稍异,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所以我们相信中国将来的新兴文学,当然的又自然的也是社会的人生的文学。”
⑨
 

浙江新文学作家何以如此厚爱于现实主义?大而言之,当然与他们以开阔的胸襟接受世界文艺新潮不无关系;但若是就独特

性而言,这依然关联着文学传统的延续性和地域文化精神的承传性。传统现实主义研究以及中国新文学现代化的研究往往过于注

重中国新文学在走向现代途程中的创伤性(traumatic)经验,相对忽视对中国文学自身积累的经验和传统内部新质储备的探寻。

事实上,后者恰恰是不可或缺的,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浙江新文学作家引领现实主义文学潮流来说,也是如此。 

首先是现实主义精神与中国文学传统及中国作家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契合。作为文学思潮,现实主义是在中国新文学中显

出强大声势的,但作为创作方法,写实主义却一直在于中国传统文学中。用写实的方法进行创作,在创作中体现了积极参与现实的

精神,也可说是传统文学的主导倾向。这是由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决定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家并存,

而以儒家文化为正统。传统士人历来就有参与现实的精神,所谓“修、齐、治、平”乃是读书人的伦理规范。由此也便有了文学

参与社会、参与现实的传统。我国的现代作家(特别是第一代作家) 固然大都眼光向外,勇于接受世界文学新潮,但他们除了精通

“西学”外,同样也有深厚的“国学”根底,上文阐述过传统文化对浙江新一代学人的滋养已不难看出。由于对传统文学精神的

承传已不自觉地内化在他们的意识深处,涉及文学思潮的择取,他们秉承前人遗教,重在现实主义一头,便是势所必然。从社会文

化背景来看,五四运动摧毁了中国传统的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立场崩溃了,便对新的文化精神、意

识形态产生了强烈的需求, 20世纪的文化演进也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寻求文化秩序和精神支柱的过程,所以新文学作家大抵有

着开放的文化心态去吸收各种新思想。而中国是带着浓重的忧患情绪进入 20世纪的,忧患情绪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天然底色,②因

而注重“入世”精神的现实主义思潮也成为他们的一种必然性选择。 

其次是地域文化精神的驱动。新文学的“新质”滋生固然得益于外来文化思潮的滋养,但中国文学在近现代化过程中逐步累

积的“新质”储备因素也不可忽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亦然:除了中国文学受外来思潮的影响做出的自我调整以外,还有

就是作为与“大传统”对立的“小传统”提供的精神养分,即作为“小传统”地域的浙江区域文化场恰恰提供了一种新陈代谢的

新质储备机制并将自身也纳入了“新质”的范畴。两浙文化传统养成了务实的现代精神,使这个区域文化场域当然具备传统所具

有的适宜现实主义生长的条件,同时还存在着“大传统”所不具备的现实主义生长的得天独厚的优势。两浙文化传统内蕴的现实

主义精神,突出地表现在两浙史学精神和浙东理学对“经世致用”思想的传承。梁启超特别推崇浙东学术,就在于浙东学术的代

表人物“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做学问而做学问,而是为政治而做学问”,即使他们的理想一时

难以实现,也“宁可把梦想的`经世致用之学'依旧拖诸空言,但求改变学风以收将来的效果”。
⑤
这一概括极为精到,也点出了浙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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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独特的价值所在。浙东先贤王阳明就秉持“五经亦史”、“随时变易”的文化史观,阐明事与道、史与经的统一关系,对儒家

经典以有力的挑战;清代章学诚更提出叛逆性的“六经皆史”的命题,试图打破千百年来的“尊经”传统。
③
对“史”的强调与尊

崇,其内隐的是越地文人的崇实精神,昭示出他们与现实主义审美规范的一致性,而对“史”和“实”的重视,恰恰符合现实主义

精神,显示出浙江学人对现实主义的体认就具有了外显和内隐双重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浙东理学鼓吹的经世致用思想,还直接呼

应着时代社会的变革。明清之际,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浙江地区重商言“利”之风日炽。朱舜水力倡“学问之道,贵在实行”,

“圣贤之学,俱在践履”。
⑩
黄宗羲也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因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

也”。③“工商皆本”务实思想的提出是经世致用思想的集体演练,它完全不同于中原腹地的“农本”思想,显出了“小传统”地

域人们思想的开阔性和务实精神的进一步张扬。于是就有近人章太炎的大声疾呼:“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亦期有补于世。否则古

人著述已厌烦多,岂容更益简编,撑床叠架为哉!”④其对文学的“经世”功用就有了更深切的体认。“经世”是与“治国”相对

应的,对文学来说,经世致用就是强调文学的功利性要求。文学的功利性内涵已经被现代人所置换,更多地承担的是社会救亡的功

能。这些传统积淀的因素,为新文学作家的现实主义接受创造了先机,浙籍作家自然更得风气之先,其引领潮头也是势所必至。 

三、浙军对文学思潮的关注点:重要现实主义形态的引领意义   

关于浙江新文学作家的现实主义兴奋点与关注点及其为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的开拓与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可以从多种视角

做出阐述,因为现实主义有多种表现形态,各种形态的表现视角、价值取向都各不相同,笼而统之的叙述很难做出准确的价值判

断。⑤我们这里从形态论角度切入,探究由浙江作家鲁迅、周作人、茅盾领衔的三种主要现实主义形态,即思想启蒙型、人道关

怀型、社会批判型,论定其独特的成就与贡献。这三种形态恰恰反映了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在中国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三

个阶段,因此从这一角度切入,也可以昭示出浙江作家在整个新文学现实主义发展进程中持续不断地把握现实主义的思潮特色。

我们的研究自然也要从区域文化场域的角度探讨浙江独特的区域文化对现实主义的体认,从中概括出地域文学对整体文学的推

动意义。 

中国近代文艺思潮的重要特色之一是“革弊启蒙,务实重用”,
○11
思想启蒙是主潮,其中有现实主义的传入,但没有到形成思潮

意义的高度。直到“五四”新文学时期,才有过一次启蒙思潮与现实主义联姻的精彩出演,出现了初具启蒙现实主义的文学形态。

这当中,从浙江走出的中国新文学奠基人鲁迅无疑是最典型、最杰出的代表,也是理所当然的 20 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启蒙现实主义

作家。考察鲁迅选择现实主义的动因及其坚持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的核心,不难看出其所主张所遵循的现实主义紧紧联系着思想启

蒙要求,而其创作所提供的则是典型的启蒙现实主义范式。鲁迅谈到自己是在“启蒙主义”的驱动下开始小说创作,这可以看做

是他选择此类现实主义的直接动因;而这种启蒙意识的形成,恰恰是其长期思想累积的结果,其中包括地域文化精神的驱动。就中

国的启蒙文化思潮的“源头”而言,可以推衍到 16世纪明中叶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时,特别是作为“小传统”地域的浙江可谓得风

气之先。“浙东学派”的理论鼓吹,已见出鲜明的启蒙精神;至晚清,浙人先贤开始了更完善的启蒙工程的建构,龚自珍是当之无愧

的代表,“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庵”,⑥可见其在当时的思想界影响之大。后来者如章太炎对龚氏思想和章学诚“六经

皆史”的推崇,清晰可见浙江地域启蒙思潮的香火不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遂有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浙江新文学作家,接过先

贤的启蒙之棒,进行不懈的启蒙思潮探索。早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中,鲁迅就把思想革命的重点放在“立人”

上,其弃医从文”的动机也在于意识到改变国民精神是“第一要著”,可见其选择、确立现实主义文学思想是基于自觉的思想启

蒙要求,因而对于启蒙现实主义文学在理论阐发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都有所重。其运用的两种主要文学样式小说和杂文,早在“五

四文学”初期就已先声夺人,令其他作家望尘莫及,且其创作都抱有明确的思想启蒙目的,作品的启蒙意义尤为显豁。正如其自述:

小说要描绘出“现在的我们国人的魂灵”;谈到杂文创作时说:“`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
○12
可见这两

种文体正是其表达改造国民性思想的重要载体。将改造国民性思想融化在创作中,于是就有典型的启蒙文学的产生;而由于鲁迅

的在创作上的重重投入,也无形中浓化了五四文学的启蒙氛围,提升了整个启蒙现实主义文学群体的创作品位。 

在各种现实主义文学形态中,人道现实主义也是重要的一种。人道主义特别能够同现实主义联姻,是取决于这两种思潮在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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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上的趋同性:人道主义的核心原则是“对人的完整性关心”,“在伟大的艺术中,真正的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是密不可分地结合

在一起的”。
○13
中国新文学的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的最重要的硕果,是“人的文学”的建构,而论及这一文学理念的建构,不能

不提到浙江作家周作人的贡献。 1918 年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做出如是解释:“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

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强调人道主义是新文学之本;该文还第一次阐明了“人是文学的描写中心”,要求作家用“严

肃、真挚”的态度,忠实地“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这是从现实主义层面上给出的意义。将这两者联系起来,已明显见

出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雏形。“人的文学”观念的确立,将“人”的意识确定在人道主义理论范畴内考察,又用与之相对应的

现实主义形式表达,使中国新文学与欧洲 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真正产生了精神上的联系;这一文学形态注重文学内容和性质的更

新,体现出新文学文本意识和结构系统的日渐成型,它已从只重思想启蒙的“启蒙文学”向着具有实质内涵的“人道文学”转化,

标示着中国新文学真正的“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 

应当指出,周作人对人性、人道的推崇,其深层意识中有越文化场域较早的“人的意识”自觉的内源性体认与策应。越文化

场域内蕴藏着丰富的人道因子,早在晚明时代就引发过对“人”的思考,周作人也多次提到晚明的“人学”思潮,甚至一度将其看

成是中国新文学的“源头”。这种思考的持续发展,一旦遇合在新文化大潮中,就会凸显出来,五四前后,现实主义和人道思潮的译

介达到高潮,周作人正是最早较为系统引进、介绍西方理论的作家。其译著表现出一个鲜明的倾向,便是同情于“被侮辱被损害”

的民族,关注“抵抗压迫,求自由解放的民族”的作品,看重的是这些作家和作品“有一种共通的精神,——这便是人道主义的思

想”,
○14
这显然同其现实主义的选择视角有关。此后,他继续在这一命题上探求,形成了其完整的人道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体系:《人

的文学》构筑了“人性论——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一体二翼思想模式,即以人道主义为核心,提倡合理的人性,发展人的个

性,建设“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则提出作家应面向平民,记载“普遍的思想与事实”,创做出“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的人

生艺术派文学,这是对“人的文学”具体内涵的深层揭示,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认识的深化。周作人对于现实主义的贡献就在

于:不仅在中国新文学作家中对现实主义理论做出较为系统、全面的阐释,还在于以其丰赡的文学思想对于建构人道现实主义文

学理论有着别的作家无可取代的地位。 

批判现实主义曾被称之为欧洲“正宗”现实主义,它在 19世纪的欧洲“悄悄”兴起,并迅速风靡世界,且仍为 20世纪作家所

推崇,就在于其蕴涵极强的批判性与社会参与功能。如果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找到一个比较典型的社会批判型现实主义作家,

恐怕最容易想到的便是浙江作家茅盾。茅盾在文学理论上信守现实主义是人所共知的,其创作也是一种典型的现实主义范式。普

实克认为茅盾“所用的是欧洲正宗的现实主义方法”,
○15
追溯茅盾的文学理论接受源及其对外来文学思潮的选择、消化过程,大体

上可以看出其吸纳世界文学新潮逐渐走向同欧洲“正宗”现实主义的认同。他最初对现实主义的接受集中在丹纳等的实证美学,

和对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的研磨上,由此显示出其汲取文学新潮,侧重点是在现实主义的社会批判

性一面。其创作所显示的鲜明的社会批判和理性批判精神,体现了社会批判型现实主义的特长与优势,也展示了这位富有才情的

作家独具的气度与胆魄。他初涉创作就有不俗气魄,一出手便是长篇小说,且震撼文坛。从 1927 年到 1949年,他写了 8部长篇,5

部中篇,50 多个短篇,叙写了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其创作堪称为一部现代中国社会编年史,显示出社会批判现实主义

文学的显著特点。 

探究茅盾对现实主义的独特选择,地域文化精神的驱动因素也不可忽视。茅盾的创作具有丰富的文化涵量,其创作的乡镇、

小县城背景往往渲染出杭嘉湖水乡的浓重氛围,吴越文化造就的人格、气质,乃至提供的环境、背景,都是鲜明昭著的。然而对于

茅盾来说,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又总是使他的创作紧紧联系着时代与社会的脉动,这更关联着他对地域人文精神和传统文化思想

的吸纳。青少年时期的茅盾聪慧好学,他日后之成为一个博古通今的大家,特别是对古代文化/文学典籍能作纵横捭阖的评述,实

在是从小打下的底子。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中的儒学文化,其核心内容是经世致用,是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无疑对茅

盾成年以后形成积极“入世”的文学观和文化观,产生了潜在的影响。另一层因素是维新文化思潮的直接影响。就近代中国维新

文化思潮的流布看,浙江地域无疑是维新文化氛围最浓重的省份之一。甲午前后,当维新思潮在全国蔓延时,浙江便涌现一大批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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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士,他们上承黄宗羲、龚自珍等浙籍文化先驱的遗绪,又回应全国维新运动,在传播新文化、新思潮方面曾做出过有声有色的

表演。个中翘楚者,便有汤震、汪康年、章太炎、张元济等人,他们大都是茅盾的同乡杭嘉湖地区人。因此,在 19 世纪末、20 世

纪初,处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之中,又置身在一个充溢着“维新”的文化氛围里,青年茅盾便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从地域人文传统中

获得新的文化滋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学文化,与中西交融中形成的维新文化,因其有很强的渗透力,而且它始

终与亟待改造的中国社会现实与社会思潮相契合,所以很容易为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所接受,并将其同近现代文化思潮融合,产

生出积极的思想文化效应。 20世纪的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一路领先,内中就蕴涵着中国新文学作家积极入世精神的张扬。茅盾便

是彰显此种精神的突出代表。 

注释: 

①参见公猛《浙江文明之概观》,载《浙江潮》第 1期。 

②参见谢冕《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序·辉煌而悲壮的历程》。 

③参见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三》。 

④参见《文史通义·与史余村》。 

⑤关于从现实主义形态论角度切入的可取性研究视角及对各种现实主义文学形态的分类,笔者所著《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形

态论》(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2年 9月版)一书,已有详尽论述,此处不再展开。 

⑥参见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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